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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发生的国家图书馆三本英文童书下架事件，是最新一起涉及公共机构的社会纠纷。 

社会学者、政治观察家与公民社会组织代表受访时都指出，事件反映公共机构和政府在卷入对

立各方互不妥协的纠纷时，面对的必是两难局面。 

多数受访者都同意，即使公共机构在各项课题上有必要坚守政府的立场，它在面对群体对立事

件时必须更敏感，同时也更清楚地进行沟通。 

当两个孩子发生纠纷，父母应该选边站、当协调者，还是静观其变？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郑宝莲副教授谈到近年来较频密发生的群体利益冲突时，以父

母与孩子之间的互动比喻，说明政府和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微妙关系。 

郑宝莲认为，每个家庭中的兄弟姐妹偶尔会有摩擦，身为父母，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能被视为

偏袒任何一方。“但在现实生活中，这非常难。你想当好父母，但孩子都看对方不顺眼，怎么

办？就如当父母的要解决这问题一样，政府要继续执政，也必须学习如何通过考验。” 

政府不能回避公民社会纠纷 

上个月发生的国家图书馆童书下架事件，是最新一起涉及公共机构的社会纠纷。社会学者、政

治观察家与公民社会组织代表受访时都指出，这起事件反映一个公共机构和政府在卷入一场对

立各方互不妥协的纠纷时，所面对的两难局面。 

图书馆在接到家长投诉后，以图书违反“亲家庭”的政策为依据，从儿童读物区撤下了三本涉

及同性恋的英文儿童书籍，引发了这场风波。反对撤书的群体，除了支持同性恋权益与价值观

者之外，也包括不满图书馆处理撤书方式的民众。通讯及新闻部长雅国博士当时以“图管局是

根据主流社会规范做决定”加以说明，得到一方的赞扬，但也受到另一方质疑公共机构扮演

“道德警察”的正当性。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黄奕鹏博士认为，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插手管理，尤其当公民

社会还未成熟、各方协商的原则未建立起时，政府不得不担负起“仲裁者”的责任。他以较早

前有维护传统家庭体制的宗教团体反对同性恋群体举办“粉红点”（Pink Dot）集会的事件为

例说：“局势如果一直僵持下去，而政府只选择退居二线，后果将不堪设想。” 

然而，多数受访者都同意，即使公共机构在各项课题上有必要坚守政府的立场，它在面对群体

对立事件时必须更敏感，同时也更清楚地进行沟通。 

政府须以最适当方式代表所有新加坡人 

亚细安人权机制新加坡工作组（MARUAH）主席布蕾玛（BraemaMathi）批评说，图管局相信是

一开始并没有搞清楚自己的立场，才会发生已在架上的童书突然撤下，之后又放回的事件。 



她说：“只要清楚新加坡是个世俗社会，以及‘亲家庭社会’这个政府立场，并制定清楚的程

序，在决策方面贯彻这两个原则，当初可能就不会有这种矛盾。”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许林珠博士建议，各个公共机构应针对不同课题设立公民咨询委

员会。她说：“公共机构不是中立的个体，它负责管理某个民众关心的课题范围，必须采取执

政政府的立场，但尽管如此，人们现在希望政府多与民联系，各个机构也应针对一些特定的课

题，开放让民众辩论与讨论。” 

郑宝莲认为，每个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都必须有所取舍和平衡，而政治职务者面对越来越艰巨

的挑战。她说：“政府的问题是，它一方面必须是人民的道德指南针，而我也认为这是很崇高

且应当秉持的理想。另一方面，它也必须自问，应以谁的标准设定道德准绳？” 

她指出，每个政治职务担任者必然有自己认同的道德标准；当人民在选举中投选某个候选人时，

大家希望这个人能代表人们想要看到的社会价值观和信念。“政府无法舍弃它作为道德指南的

责任，但它必须思考如何以最适当的方式代表所有新加坡人。” 

社会出现新裂痕？ 学者：应提防单一课题主导政治 

郑宝莲指出，新加坡社会正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人民所关心的事物已超越三餐温饱与社

会稳定等课题，希望获得更多公民自由。尤其当人们现在对于包容社会的定义逐渐扩大，超越

大家原本所熟悉的种族与宗教范围时，公共机构在决策时应考虑，政策是否会导致某个少数群

体遭排斥。 

郑宝莲：近期争端牵涉新移民与性倾向课题 

根据郑宝莲的观察，社会近来浮现的争端多围绕两个课题，即国人与新移民或外来者的对立，

以及人们对于性倾向的不同立场。她指出，社会日趋多元的现实不应被忽视，除了同性恋群体

之外，单亲家庭与单身人士等“少数群体”的声音会越来越大，而这次童书下架事件就凸显这

一点。 

她说：“当你相信包容社会的理念时，就不能只接纳一些群体，而把其他群体排除在外，一旦

立场不清晰，那就说也说不清。” 

学者：社会裂痕早已存在 

作为多元种族与宗教国家，语言、种族与宗教课题向来是新加坡的敏感课题，也常被视为可能

导致社会分化的传统断层线（fault lines）。不少受访学者指出，人们针对移民与性倾向课

题的分歧显示社会似乎出现新裂痕。 

文化评论员、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讲师纳斯里博士（NazryBadawi）认为，种种迹象显示裂痕

早已出现，只是最近才凸现。 

然而，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指出，不应过早认定意见的分歧即代表一种社会裂

痕。“这是社会多元化与逐渐成熟的现象，尤其当社会重视其包容性与多元性时，各方矛盾难

免会显得较为尖锐。” 



他虽相信新加坡人民不会根据社会上的单一事件来评估政府或执政党政绩，但他也警惕，应提

防单一课题主导政治的可能性。 

议员哈里古玛指出，选举中根据单一课题投票的选民可能越来越多，这是不健康的发展，人们

不应该忽略执政党政府的整体及长期表现。他说：“选民一旦觉得课题十分重要，很可能会影

响投票决定……但政府将无法在每项课题上满足所有人甚至是大部分人。人们应该根据执政党

政府的整体及长期表现进行评估，并将之与其他政党做比较。” 

国会将讨论修订《动物与飞禽法令》政府能与公民社会组织有效协商 

在政府去年接受保护动物福利团体等民间代表所提出的全部24项建议后，多名议员下个月也将

向国会提出个别议员法案，修订《动物与飞禽法令》，提高本地动物福利的标准。对于关爱动

物研究协会（Animal Concerns Research and Education Society，简称ACRES）执行理事长

黄国光来说，这是公民社会组织多年来与政府磨合后，取得的亮眼成果。 

在特定课题上，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是否能展开有效协商，相互妥协，往往可扭转负面的局面。

一些学者受访时指出，在动物权益与环境保护方面，本地公民组织已寻找到很好的平衡点，有

别于对政府持敌视态度的群体，它们懂得如何进退，是“特别的例子”。 

黄国光指出，在推动动物权益方面，能有今天的共商和协作模式，除了因动物福利组织几十年

来累积了与政府互动的经验，主要也因政府当中主要的决策者近来积极地领导改变，更愿意与

各个组织进行讨论，其他机构也应效仿这做法。 

他建议，公民社会组织也应该尝试退一步，探讨如何提供更具建设性的反馈，以促进合作。

“我们以往也总是和政府对立，但现在我们都参与决策过程，经协商后的结果大家都更能够接

受。”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观察说，在动物权益与环境保护方面，政府与利益群体之

间的价值观已趋一致，政府也开始了解动物福利课题的重要性。“双方现在都能够遵守一套已

制定好的互动规范，也接受这样的规范。”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黄奕鹏博士则认为，环境保护组织是公民社会可达到一定成熟度

的最佳例子。“他们现在若反对某项发展工程，与政府之间有观念的冲突时，已找到与政府协

商的方式。” 

 

何以最适当方式代表所有新加坡人。 

课题让民众参与讨论。 

会发生下架后又放回的事件。 

国大政治系副教授黄奕鹏博士：当公民社会还未成熟、各方协商原则未建立时，政府不 



得不担负起“仲裁者”的责任。 

得较为尖锐。 

据执政党政府的整体及长期表现进行评估。 


